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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监察法》的出台，将监察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做了区分。许多学者认为，监察证据主要体现于职

务类犯罪的证据适用范围，可以从案件范围适用上于刑事诉讼证据做出区分，深度理解不难发现，这只

是从《监察法》和《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的概念性理解，不能体系性地对刑事诉讼证据与监察证据的

衔接问题进行回答。监察证据和刑事诉讼证据区分的实质重心，应当放在两类证据在个案案件中作为定

案根据的可靠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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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Supervision Law makes a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supervision procedure 
and the criminal procedure. Many scholars believe that the evidence of supervision is mainly re-
flected in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of evidence of duty crimes, which can be distinguished from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of cases to the evidence of criminal proceedings. It is not difficult to find that 
this is only a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 from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Supervision Law and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and it is unable to systematically answer the question of the conn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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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between criminal litigation evidence and supervision evidence. The essential focus of the dis-
tinction between supervisory evidence and criminal litigation evidence should be placed on the 
reliability of the two types of evidence as the basis of decision in individual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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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2018 年《监察法》通过，也随之产生了国家机关——监察委员会。为了使监察委员会对国家公职

人员职务犯罪的全覆盖与刑事诉讼法不产生冲突，同年 10 月通过的《刑事诉讼法》将检察机关对国家

公职人员职务犯罪的侦查权限做了调整，删除了检察机关对国家公职人员部分职务犯罪的侦查权限规

定的内容。将原本属于检察机关的侦查范围划入监察机关的职权范围内，而相关案件在审查起诉的处

理、审判阶段的处理依然按照刑事诉讼程序的相关规定。这样一来，相关贪污受贿等案件在办理侦查

程序上被割裂。 
2018 年通过的《监察法》和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均没有对被调整案件的办案衔接问题做出详细的

规定，尤其是以监察机关作为办案主体时，相关案件材料过渡到刑事诉讼程序的相关规定更是少之又少。

法律规制的模糊性将会对法律实务机关造成实操层面的困难，例如，在监察机关作为案件办理主体，对

案件的调查活动结束之后，将案件的相关资料和证据材料移送至检察机关、法院启动下一阶段程序时，

检察院和法院能否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径直处理上述移交的案件资料和证据材料？当然，如

果《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对该部分有着相同的规定内容，那么下一阶段程序的实施机关根据《刑

事诉讼法》的规定进行处理在形式与实质上都不会出现矛盾冲突的问题。但如果两法对相关规定并不完

全相同，对规定不完全相同的法律条文存在理论与实践上的争议时，并且对监察机关办理案件适用的《监

察法》并没有内容指明相关证据材料参照《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时，就会出现实操层面的困境。目前

学术界有从《监察法》的第 33 条的内容进行法解释学等相关解读，试图以此来为监察所提供案件的证据

在实质层面的合法性和形式层面的程序正当性做保障，也包括对监察程序中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制的内容

做理论上的探析，以此方式来为《监察法》和《刑事诉讼法》在证据上的衔接问题提供合理思路。但是，

这始终是对两部法律衔接问题在某一部分的探究，难以显现两法衔接的整体问题，不能依据某一具体问

题而搭建起整体的规范框架，某一具体方面的解释无法体系性地解决两部法律在证据上的衔接问题。 

2. 监察证据的实践现状 

2.1. 言词证据为主要的证据种类 

实证研究表明，在适用监察证据规则的案件中，相比与事物证据，言词证据是监察机关在调查职务

犯罪中接触的主要证据类型。在案件办理过程中，证人证言将和被告人的供述相互补强印证，基于证人

证言和被告人供述来作为案件的定案根据。在实践中，所呈现的证据种类以及分布情况，往往会和职务

犯罪的性质与犯罪过程相关联。具体表现为在贪污贿赂职务犯罪中，实物证据会有现金、收藏品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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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会有虚假合同、账单流水甚至是法律文书等。目前，监察机关办理的职务案件中贪污贿赂罪依然是所

有案件的重灾区，在该类犯罪案件中，案件的过程往往只有行贿人和国家职务人员本身有意识地参与，

并不会有所谓的犯罪场地或者犯罪现场，若是以现金为行贿、受贿媒介，还会出现无银行流水、账单记

录等证据。行贿方与受贿方在权力寻租的过程中对赃物交易具有很强的隐蔽性，甚至，在部分案件中，

除了案件的当事人之外，没有知道其案件始发过程的案外人。那么该类案件调查的关键突破口，甚至是

唯一的突破口，只能是放在行贿、受贿当事人以及污点证人的言词证据上。 

2.2. 印证证明作为主要的证明方式 

在监察机关调查的职务类案件之中，言词证据不仅仅是在定案根据上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个案

的量刑上也往往起到决定性作用。此处以刘铁男案为个例说理，在刘铁男任制期间，为涉案公司的相关

材料报送与核准提供了非法便利，同时，在此过程中，刘铁男接受了涉案公司的贿款。控方为了证实被

告人存在受贿这一非法事实，首先出具了有关 17 个证人的言词证据，其中 17 个证人的言词证据分别从

直接、间接两个方面证实刘铁男的非法事实，此后，控方还提供了刘铁男本人的供述材料和前述的 17 位

证人的证言做补强印证，以此来证明被告人刘铁男存在受贿事实。1该案件是典型的以言词证据和印证方

式来认定犯罪事实的职务类犯罪案件，因为以现金作为媒介的钱权交易的案件中，面对极少的物证材料，

只能将言词证据作为案件调查的关键点。 

3. 监察证据与刑事诉讼证据衔接上面临的问题 

3.1. 高度封闭的证据收集过程 

监察证据在收集过程中的高度封闭化缘于职务犯罪的特殊性、对案件调查进度的高效率要求。监察

机关对职务类犯罪的“绝缘式”调查形式在很大程度上考量了职务犯罪的特殊性，同时也很大程度地提

高了职务类案件的调查效率。但是，这种高封闭性的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案件调查过程的有效监督形成了

阻碍。 
一方面是对留置地点的模糊化规定。无论是《监察法》，还是《监察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

条例》)都对留置作出了相关规定，包括了对被监察机关留置后，转移至检察机关后对于留置过渡问题的

处理等相关规定，但是，对于留置的具体地点、对留置人员的管理、对相关人员的监督确缺乏具体的规

定。在《刑事诉讼法》中，一般来讲，普通犯罪嫌疑人要在被拘留后的 24 小时以内送看守所进行羁押，

那么在《刑事诉讼法》中，看守所是明确规定的关押地点。在管理和监督层面，犯罪嫌疑人在送看守所

时要进行入所体检以及严格的监管措施。纪委监委设立的留置场所相比于《刑事诉讼法》对看守所的相

关规定在监督管理方面都具有较低的透明度。这使得被调查人员在留置过程中逃跑，或者调查人员对被

调查人员刑讯逼供提供了可能性。 
另一方面是律师无权介入调查阶段。《监察法》实施后，律师介入调查阶段由可能转为了不可能。

无论律师是想及时了解案情，还是对收集证据的有关程序进行监督，律师介入监察机关的调查阶段都成

为了过去式。那么以此造成的后果是，被调查人对法律相关知识的欠缺，不利于对证明自身无罪或者从

轻处罚的证据进行收集等，成为公正量刑的不利因素。 

3.2. 形式化审查证据 

目前，我国的证据审查形式受侦查中心主义和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的影响，对于个案中的相关证据整

体上依然是形式审查。监察体制改革之后，立足于职务犯罪案件的特殊性和对办案效率的高要求，尤其

 

 

1详见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廊刑初字第 50 号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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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反腐败的效率追求，相对于刑事诉讼中的要求的控辩双方平等，《监察法》在证据调查的相关内容

规定上是对调查中心主义的集中体现。调查中心主义作为监察证据的价值取向反映在实务层面可能产生

不利后果。一方面，对证据审查"印证"的过分强调有"自创"证据证明体系之嫌。在实践中，监察机关在

调查阶段对证据的收集、固定和保存都居于绝对主导地位，被调查人在整个调查过程反映证据问题中的

极少参与度，甚至是零参与度，使得监察机关为唯一掌握完整证据链的主体。证据掌握程度的悬殊将使

被调查热自然地在庭审中处于弱势地位。另一方面，法官对待证据在整体上流于形式的审查方式将使得

监察机关提供的有罪证据用形式审查模式被审理，从而判断是否作为定案根据。监察机关形成“相互印

证的证据链”，那么就为监察机关对“污点证人”进行威胁、引诱从而使其作出与被调查人供述不一致

的证言的情况成为了可能。 

3.3. 刑事诉讼证据与监察证据合法认定标准的不一致性 

《监察法》第 33 条第 3 款作出了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规定，但这规定条文具有很强的原则性。非法

证据排除在普通刑事案件中都非常难，在职务犯罪案件中则是“难上加难”[1]。《实施条例》第 64~65
条对前述内容做了细化规定，从取证的方式方法、取证时间、人员规定等方面做了具体的细化，但是，

这只代表监察机关要对非法取证的证据进行排除，在移送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是否适用该规则并不没有

明确地规定。那么，因案件性质的不同而引起的证据合法性认定标准不统一将在监察证据与刑事诉讼证

据的衔接上产生困扰。 
一是《监察法》第 33 条对非法证据排除的笼统性规定和《实施条例》对该部分内容细化存在的不

足。因为，《监察法》虽然确定了非法排除证据规则的范围和内容，并将其进行了类型化规定。但却

没有对证据的非法程度作出区分，即并没有区分一般违法的范围与严重违法的范围。换言之，如果区

分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统一将其认定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那么在实务上易造成证据排除范围的过

度扩张，这并不符合《监察法》的立法精神及本意。虽然《实施条例》第 64~65 条参照《严格排非规

定》《刑诉法解释》等司法解释作出了类似规定，但是，当前监察权运行过程中并未区分职务犯罪和

职务非法行为[2]。 
二是嫌疑人认定问题以及供述(被调查人为“陈述”)在不同阶段的适用衔接问题。监察委员会调查过

程中被调查人的陈述，在作为证据使用时，是否也可以看作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供述？《刑事诉讼

法》中对供述的非法排除规则能否相同适用在“被调查人的陈述”？同时，作为排非的"前置程序"－《监

察法》中的“被调查人”是否视为《刑事诉讼法》中的“犯罪嫌疑人”或者在庭审阶段的“被告人”？

这样的法理解释困境会导致无论是法官还是检察官在无明确规定下对供述的不确定性使用。 

4. 完善两法之间证据的衔接路径 

4.1. 搭建程序协调的宏观框架 

从证据与程序的关系看，证据不仅需要与待证事实有关联，还是一种法律程序产品，是一系列法律

行为后产生的某种结果[3]。很多学者在对“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条文进行充分地学理解

释和法理论证，试图将其中的“可以”范围划出明确的范围。正如前文所述，两法之间证据的衔接问题

不应拘于形式理解，而应当聚焦于证据本身。例如证明力、合法性等可靠性的问题，证据的品质在面对

形式割裂时应当作为着力点。《监察法》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理解应该侧重在主体资格意义上，

对于证据的意义依然要立足在实践之上，以刑事诉讼法中对证据在实务中的作用进行对标。在程序协调

的基础上，对于具有可靠性的证据，在两个程序之间进行使用时，即可以直接援引，也可以进行间接地

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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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从细化监察规范角度适应证据衔接 

监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调查和《监察法》实施以前检察院侦查相关职务犯罪在形式上除了办理案件

主体不同以及添加了新的案件移交程序外，很多内容都具有同质性。个人认为，监察机关的相关案件材

料始终会移交至检察院，那么在对证据的种类和认定标准上更多地参照刑事诉讼程序的相关要求。对于

规定不一或者此有彼无的情况，在修订和增加相关内容时考虑同步性，以增加两法之间证据适用的可衔

接性。在微观设计上，《监察法》对留置场所的规定应当更加细化，具体表现在监督和管理部分。参考

刑事诉讼对询问时间和询问人员的相关规定，保障被调查人在留置期间的陈述权利。 

4.3. 完善职务违法与职务犯罪的转化处理办法 

目前，监察机关对于职务非法与职务犯罪的案件处理办法在立案、调查等方面使用的是同一套办理

程序，这样的办理程序可以大幅度地提升办案效率，提升反腐败的治理能效。但是，对于职务违法转化

为职务犯罪的情况，尤其是证据杂糅的情形下，监察机关则是采取双套办理体系。那么这与前文所述的

办理程序在一定程度上产生矛盾。个人认为，针对职务违法在办理过程中转化为职务犯罪的案件的处理，

可以在监察系统内部成立一个关于证据的转换机制，对于证据的品质，以刑事审判的要求为标准。一方

面保证办理职务案件的效率，另一方面协调程序的稳定性。 

4.4. 对疑罪从无在程序协调中贯彻性使用 

从刑事诉讼审判角度，没有证据，或者有证据但是达不到证明标准时，应当作疑罪从无的处理[4]。
那么，强调两个程序协调适用时，对于有无证据或者对于证据证明力、证明标准的适用结果应当统一。

《监察法》目前并没有明确规定疑罪从无的条款[5]。个人认为，因职务类犯罪案件的特殊性而产生了对

监察证据和刑事诉讼证据的证明标准不一是针对证据品质的要求不同，但是，对证据不能满足各自案件

的可靠性时，在程序协调的宏观框架下，对于案件的处理方式应当体现一致性。 

5. 结语 

个人认为，监察证据与刑事诉讼证据存在衔接问题的出现形式上源于《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

对部分职位类案件侦查(监察机关为“调查”)权限的割裂，但法律的创造与修订所造成形式问题并不是问

题的核心，之所以如此强调证据的衔接问题，实质上是对证据的合法性、可靠性和适用程序的正当性的

关注与聚焦。换言之，在《刑事诉讼法》对相关证据适用规则日臻完善的背景下，《监察法》对相关证

据的不同规定与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相对完善的《刑事诉讼法》证据规范的抛弃。因此，《监察法》

对证据的相关规定和对证据的要求能否准确地把握案件事实存在不确定性。所以，全面理解监察证据与

刑事诉讼证据的衔接问题要从证据的可靠性、证据的要求标准、程序规范以及监察证据的实践现状等维

度进行探究。 
因《监察法》出台而形成的“程序二元，证据一体”的格局只是在对职务类犯罪案件的处理在形式上

的割裂，对于监察证据与刑事诉讼证据的衔接问题依然要从证据的品质入手[6]。例如在作定案根据层面。

同时，对证据的有无与证据证明标准不足的一致性处理也是“程序二元”所要求的程序协调的内在要求。

在监察证据与刑事诉讼证据的协调问题上既要从程序的宏观协调入手，也要从两法证据的微观设计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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